

































































































































































































“仁”表现为相互平等地“爱人”，而在三人以上的家庭里 “仁”表现为 “孝悌”，恪守 “孝悌”就
是重义、明礼、讲信，“义”“礼”“信”既是 “仁”的具体化也是 “仁”在日常生活中的操作化，
它把较为抽象的范畴转化为可以实践、可以测量的规则体系，构成了陌生人以及其它群体的交往与




















































行动都得益于“仁”理念及规范的践行，因而是 “仁”的必然结果。凡是恪守 “仁”、践行 “仁”
的行动则利群，反之，凡违背 “仁”规定性的行为则不会 “利群”。严复认为，“民之初群，其为约
也大类也。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
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②。显然，这里的“约”就是在 “仁”理念作用下、符合 “仁义礼智信”
的规范准则，违背这样的“约”将遭到群的责难，而遵守 “约”则得到大家的认同。在严复看来，
是“诛”还是“庆”不在于其他而在于是否遵守群体的 “公约”。孔子也提到，恪守 “仁”整个社
会就可以做到“男有分，女有归”，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样一种“大同状态”。
三、“仁”:理解中国社会学的基本范畴
通过对“仁”在合群善群、乐群利群中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剖析，我们发现，“仁”作为个体联
结为群体并展开群体互动的理念基础，能够形成可操作化的行为规范体系，规制个体及群体的行动，
维护家、国、天下的稳定与治理，它是中国社会得以建立并规范运行的理念基础，成为中国社会学
的基本范畴。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建设及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仁”是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的基础。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及命题，西方
社会学自孔德、涂尔干以降，反对并抛弃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社
会研究的具体性，直接关注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及其变迁过程，主张采取实证的方法、像自然科学
那样去精细地研究社会互动与社会变迁，从而形成了一套解释社会运行的概念体系，摆脱 “利维坦”
桎梏。但是，以追求客观性为价值取向的西方社会学所建构的概念范畴更多地是对经验现象的描述、
概括与抽象，概念之间犹如用橡皮绳捆住的筷子而缺乏内在性，概念的整合更多地通过外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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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 197页。
严复:《天演论·严意》。
得以完成，个体在这些概念范畴中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因而西方社会学始终无法解决好制度主义
(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从笛卡尔到休谟以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
困境在社会学领域内的再现。而中国社会学自荀子开创 “群学”以来，历经先秦儒家、两汉隋唐、
及至宋元明清，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提出的时代命题有所差异，但始终把 “仁”作为社会建构
的基础理念，把“仁”作为“群学”范畴体系的基础，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组织体系及行为规范体
系，前者包括身、家、族、社、会、群、党、国、天下，后者主要涉及到 “义、礼、智、信、利、
公、私”等，从而规范个体及群体的交往及互动，努力将单一个体整合为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四
世同堂、生人交往乃至国家治理、平定天下，“伦”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的理念基础。离开
了“仁”，其它社会学概念就失去了存在与整合的基础及依据。我们增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信与学
术自信自然就需要立足于 “仁”，从“仁”出发构建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
第二，“仁”是中国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关键。中国社会学把孔子的 “仁”作为理念基础演
化出基本的理论框架，那就是:以墨子的 “强力”及 “从事”也就是劳动作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
点，坚持“强力”或“从事”是社会得以运行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来源;以荀子的 “群”为社会行
动的核心与载体，强调“明分”是结为“群”的重要手段，“能群”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通过“群”实现个体与他人 (组织)的整合;以后世儒家推崇的 “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
儒墨道法佛等各家社会规范与概念范畴、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社会学。这样的社会学以 “仁”
为理念基础，“仁”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关键，将 “仁”外化为 “义、礼、智、信”
等行为规范与准则，以便为个体整合为 “群”并与其它群体互动提供行动指南。透过 “仁”，可以
很好地将个体结合为一个整体，去从事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有了 “仁”，个体就可以产生 “利群”
而不只是“利己”的行动，人们就可以 “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做到 “各得其分”，演化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理论命题。有了“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乃至
民族国家之间就能够做到 “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
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墨子·天志下) ，努力达
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这样的社会是深深打着中华文化印记的社会，这样的社
会学是真正具有华夏品格的社会学。
第三，“仁”为分析社会治理提供了概念框架。社会治理是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社
会学的目的及归宿，掌握社会运行与社会变迁规律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而开展社会
治理则需要确立一套完整的概念范畴与规范体系，以便为社会治理提供方案。西方社会学从传统与
现代二分法角度出发，立足于理性人假设，将各种技术手段应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一整套治理
手段与方式方法，社会治理往往“见物不见人”，人变成了治理手段与对象而不是治理目的。中国的
“群学”以“仁”为龙头，统领 “义、礼、智、信”等价值规范体系，织成以个体为中心、按照远
近亲疏关系扩散开去的家国同构型网络结构及社会治理格局。以 “仁”为龙头的 “群学”划清了
“群己”“公私”“义利”“内外”之间的关系界限及范围，它既界定了行动者行动过程中的自我修养
与互动礼节，又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互动准则，进而规定了自我如何 “修身” “齐家”
达到“治国”“平天下”，指引着个体行动准则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建立，规范着整个社会的集体行
动。因此，以“仁”为龙头的社会治理重心立足于基层单位如身及家的治理，实质在于 “齐家”的
拓展，手段在于爱人爱家基础上的 “仁政”。有了“仁”、讲“仁义”、行“仁政”就能治理好基层，
使得民众“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足其性”，推进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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